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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

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

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

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

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

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

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担任

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

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UniversityofNanking)因此正式

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

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

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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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

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

郑鹤声、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

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己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

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

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

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

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

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

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

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 在《学衡》杂志的旗

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

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

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

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 学界对于学

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

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

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

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

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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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

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

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

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

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

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

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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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转型篇





礼教下渗与乡村的接受和回应

历史上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礼仪教化,即礼教到底在多大程度,以及

如何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这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仅指

礼教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即正统官方文书所记载的那种影响和控制,这自不

待言;但纸面上的历史并不等于实际的历史,礼教作为上层社会的生活规范和价值

准则,对组织化程度和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下层社会来说,不能仅凭公文政令,而

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讲说、劝喻、推行和示范,才能被普通民众接受和奉行。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各地区之间早已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阶层

社会地位及文化教育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当把问题置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

之中,不难发现,礼教下渗的形式和管道,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普通民众接受,以及

这一发展与生产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多的历史枝蘖需要进一步的整理

和辨析。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此问题研究的最近趋势是从社会史、区域史的角度

展开的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明清之时广东、徽州、香港、浙江等

地的讲约、乡约、地方塾师以及士庶文化关系的探讨,标志着认识正从以往的泛泛

而论走向具体的案例研究。① 但就其视角而言,这些研究似乎较多注重统治阶级、

① 这一问题以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
期);杜荣桂:《明代中后期广东乡村礼教与民间信仰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
期);陈剩勇:《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孝悌:
《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年

第19期);王尔敏、吴伦霓霞:《儒学世俗化及其对民间风教之浸濡———香港处士翁仁朝生平志行》(台
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9年第18期);刘祥光:《中国近世地方教育的发展———徽州

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1100—180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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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阶层以及条文、组织结构的制定和推行,对其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和影响、

乡民的接受和回应,则基本无人问津。问题在于,离开了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

和最广泛群体的乡民的研究,如何能得到历史较完整的图像和较准确的认识? 因

此,本文将视点转到乡村社会,主要利用地方志、文集、报刊以及现已出版的官方公

文档案,或许从史料的角度来说,这些现场的、当下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存在细

节,要比笼统含混的概述和推断更为可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清代江南不只是一个编年史的概念,而是指在这一

时间框架里礼教影响最充分和最典型的时段。一般认为,自18世纪以来江南农村

棉作与棉纺织、蚕桑商品化生产和丝织业的兴起,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文

化的发展。① 尤其到了乾嘉时期,该地区更是书院林立,文人荟萃,时人说“覃敷文

德、以道化成,节和以礼乐,则吴中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道教隆洽”。② 应

当说,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北方,以及此前的战争动乱和印刷术没有普及的情形,这

一时期的江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礼教对乡村社会影响最为充分的时期,所以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典型研究,了解礼教下渗的程度及影响。本文的问题有:乡村

社会接受礼教的主要管道、接受影响的民众数量、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群体以及在这

一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等等。

一、乡村社会的接受管道

儒家礼仪及其所涵的价值观念原本为上层社会的生活规范,至少在明以前,簪

缨之家,列鼎而食;下层社会则由于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行也”。③ 明清之时,统

治者为巩固和强化社会控制,十分注重将礼教推展到下层社会。对此,以往的研究

已较详细地叙述了官方利用行政手段在广东、安徽、浙江等地推行的教化措施,诸

如乡约、“善会”组织、旌表节孝、利用民间信仰进行“神道设教”以及在民间戏曲中

贯注儒家纲常观念等等。由此返观清代的江南,清官方也采取了大致同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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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述的江南主要是指太湖平原的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即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和清代行政区划上

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关于该地区此时的经济发展,以往学术界在“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尹继善、赵国麟等修,黄之隽、章士风等纂:《江南通志·风俗》卷19,乾隆元年修,第3页,台北商务印

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265,册507,第567页。
丘浚:《家礼仪节序》,《丘文庄公集》卷2,清同治辛末年丘氏可延堂刻本,第18页。



这里不必重复叙述。但如果把视点转到乡村社会,尚须探讨的是礼教如何被乡民

接受和回应的。毕竟,儒家礼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严格意义上的

宗教不同,对民众的影响不是在信仰的基础上通过神谕、神兆、乃至武力征服,而是

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浸润人心,转移风气。具体说来,作为一个日积月累,逐步

深入的过程,礼教所涵的价值理念与日常生活相融,逐渐成为乡民出入、往来、辞

受、取予等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乡村日常的文化形式,举凡祭神、赛会、戏曲、民歌、教育,甚至相互间的闲聊,

都可视为乡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文化生成。但比较而言,这些文化形式中能够作

为乡村社会接受和回应礼教下渗的,较为有限。如深受民众喜爱的地方戏曲,从内

容上来看,某些曲目虽然不乏礼教“忠教节义”的内容,似有利于礼教的推展,但关

键在于乡村社会的演出多为流动戏班,与在城镇或宗族庆典上受到控制的演出不

同,为吸引观众,这些草台戏班的表演往往大胆和直率,“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

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① 同样的情形还有民众

喜闻乐见的小说、民歌及祭神、赛会活动,也由于较多带有爱情、色情、侠盗、鬼神,

乃至反抗官府的内容,而遭到官府和士绅们的禁止或压制,这里都可忽略不计。比

较而言,我们更重视民间私学和乡村语文,即乡村社会草根性(grass-roots)的接受

管道。

民间私学承担着乡民子弟读书识字及知书达礼的功能,有族塾、义塾、蒙馆、私

塾等。② 一般来说,江南地区的乡比村大,著名乡镇的人口往往上万,村则多为乡民

的自然聚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三四十户,③但都有数量不等的学校,时人记载:

“人家子弟,六七岁即入塾,虽村庄必有句读师,凡寒素子精识字文,即有以训业为

糊口计者。”④具体来看,族学、族塾多由族众集资,或以现有族产和族中官僚、富户

捐资创办,入塾读书者乃宗子高祖以下子孙母党妻党之亲属,宗族中的贫穷孩童有

一定数额的经济补贴,目的在于强化宗族孝睦及尊祖敬宗的理念,推行教化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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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翼宿神祠碑(嘉庆三年三月初四日)》,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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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确。一份当时族塾的课程设置:幼童8岁入塾,上半年识字,下半年读祠塾规

条;9岁读《小学》、《家礼》、《性理》;10岁读《四书》,两年而毕;12岁读七经(《易》、

《书》、《诗》、《左传》、《礼记》、《仪礼》、《周礼》),三年而毕;15岁读八家古文200篇,

16岁读时文300篇,每两日读一篇,两年而毕,要求读经书时文,皆须极熟,背诵时

如瓶泻水,总以提起第一句直背到末一句,不得有丝毫格碍;直到22岁读完诗,自汉

魏至国朝古今体,约1500首。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如果8岁入塾,中途不辍学,到

了21岁左右时对儒家礼义将有较深的了解,就如章程制定者所言:“十五年中日闻

先王之教,日诵诗书礼乐之训,其于仁义道德、于孝弟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①

私塾多为家庭出资所办。相对而言,宗族办学需要热心人的常年捐助和负责

任的乡董进行日常管理,否则,可能会由于经费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而被废止,所以

不是每个村庄在每个时期都有族学、族塾。私塾的费用则由受教孩童的家庭承担,

乡民只要有经济能力,茅屋一间,书几三两,人坐五六,就是一个家塾。② 按照习俗,

塾师除得到束脩之外,食宿由学生家庭提供,工作也就相对负责一些,受到乡民信

赖,致使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塾师的家庭,也可能将子弟送到人家私塾,即时人所说

的,“俗尚书礼,男子七八岁即入乡塾从师,谓之开蒙;有力者延请名师于家教子弟,

无力者附之,谓之附学”。③ 其数量之多,一份民国时期的资料追述道:“习俗尚尊

儒,故衣食粗供,便思读书识字,往时十家之村,无童蒙私塾者实鲜。”④当然,不论对

家长,抑或对塾师来说,主观上并非一定为了礼教的推展,如一位塾师所言,“子弟

宜教识字,父兄勉力延师,隔年预交关约,逢节须送脩仪”。⑤ 在家长看来,这类学校

主要为了子弟读书识字,俊秀者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塾师则不过以此谋生,混碗

饭吃,但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为四书之文,私塾所学自然也离不开礼教的“孝弟

之义,洒扫应对,周旋进退之节”。所以,私塾虽非专为推展礼教而设,但幼童时代

的这种专一训诲,即使受教育者将来不成为职业儒生,礼教的影响也将终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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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男子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外就傅,贽见于师,行一揖三拜礼,及经

书通后,一遵先正法程,授受渊源如是,或别有生理,亦不废幼学焉”。①

乡村语文最初在乡民劳动之余或农闲之时,家庭成员、邻里及朋友间的口口相

传。一般来说,乡村社会范围狭小,文化生活单一,闲聊的时间较多。作为口头交

谈,其中很多也就有语无文,但作为叙述者的所见、所闻,乃至所传闻,是一方掌故

和社区的真正历史。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这一类乡村语文当时大量存在,在编撰

《永清志》时,他就因具车从,橐笔载酒,周历县境,“访其见仅存者,安车迎至馆中,

俾自述生平,其不愿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

如面之不同也。其文随人变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② 当然,随着叙述者的逝

去,这些乡村语文绝大部分湮没无闻,被人遗忘,但由于乡村历史本无多少现成文

献可征,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先生来说,若想秉笔而记,信今传后,只能将“父老

所传,当时所见”汇而编之。③ 所以,很多地方志的编撰者和章学诚一样,编撰之时

访诸故老,载“吾身所得于闻见见者”,④致使我们今天从中不难复原某些片断。

作为地方历史的鲜活记忆,当时存在的乡村语文有两类———实物和言辞。前

者,如台湾学者李孝悌先生提到的贞节牌坊即为典型一例。作为官方的旌表节孝,

高耸直立的乡村建筑物,其意涵明确而强烈,毋庸赘述。⑤ 不过,从乡村社会的回应

和接受来看,作为实物性的乡村语文却不只贞节牌坊,民间自行设置的碑刻、桥记、

匾额及历史遗存下来的古迹、名墓、碑碣、祠宇等,都可作为接受和回应礼教的实物

媒体。以桥记为例,建桥所需石、木、瓴甓、庀材鸠工,良非易易,桥建成之后,主持

之人往往会将所用之缗,具载碑阴;司事之人,均勒诸石,以向每一个过桥之人宣

示:“为善最乐,而善莫大于济众”。⑥ 重要的是,在乡民的心目中,这一类实物媒体

往往和一些故事相联结,在凝固的视觉形象背后还有生动的话语言辞。宝山县月

浦镇某女结婚两年后守节,50余年孝事翁姑,抚养幼子,后由官方旌表,建贞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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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住宅之右,两旁木柱,诏旨辉煌,致使“邑中诸君子咸咏歌其事,极一时之盛云”。①

实际上,单就贞节牌坊而言,虽对接受者来说,颇值得炫耀,但修建需要一笔不小的

费用,一般贫民无法承受,如娄县七宝镇杜氏婚方一月,夫得暴病而亡,时年十九,

自尽以殉,官方准备旌表节孝,谘部费用由县令承担,然“无奈杜氏翁家极清贫,无

力建坊,有负邑候之善举”。② 所以,在乡村语文中所占比重最多的还是后者,即通

过乡民口耳相传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被视为礼教接受管道的乡村语文,很多被附加了大量精英

文化不语的“怪乱力神”,但与前面提及的被禁止和被压制的戏曲、小说、民歌不同,

它表达和传递的是“立教明伦”的内容,附加的虚妄成分在于扩大涵盖范围。青浦

县紫堤村关帝庙的故事,说的是明嘉靖末年侯某在秋闱大比之时,其父祝于神,谓

吾儿若能中举,必建侯祠以奉香火。后来其子在乡试中中了举人,隆庆年间又中进

士,以后多次擢升,就是由于侯某履践建祠,落成后全家具牲礼拜之,其后子孙又有

人考取秀才,补为生员。人们传说关侯示梦于侯某,曰:尔俎豆我,我当令尔子孙世

有令闻。于是,附近的民众按时致祭,在里中遭受水旱疾疫之际,尤皆诣候祷,乡民

们以为:“始而神一家,继且神一乡矣。”③更为离奇的是在宝山县月浦镇乡民中流传

的“孝珠”故事,据说,乾隆年间顾某对父母奇孝,乾隆二十年(1755年)岁大祲,父母

均病疫,医药罔效,顾某虔告于天,并刺指血滴馒头以进,后母立愈,父性喜糕,顾某

滴血和糕以进,父亦立愈。嗣后,他终日焚香,为父母祈祷。当父母皆以寿终,顾某

将两人合葬,自己衰毁逾节,忽然一天齿中生出一珠,宝光奕奕,于是就有谓顾某至

孝所致,即所谓“孝珠”的故事。④ 甚至,顾某逢人便说,四处展示,地方文人竟为之

撰写《孝珠记》、《孝珠诗》等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在今天看来是有意作伪的弥天

大谎,当时不少人却信以为真,并作为民间语文广为传播,这自然有利于礼教的

推展。

二、对礼教影响程度的估计

那么,有多少乡民接受了礼教的影响? 如果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来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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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的是官方的教化措施,举凡讲约、善会,事无巨细,成败与否,多被载入史册。

相反,乡村社会的接受和回应则作为一种浸渍渐染,虽日用而不知的过程,却不被

时人所注意。这自然由于乡民在历史上是失语的一族,人们往往将官方教化措施

的贯彻和实施,作为衡量的标准,以为礼教的影响端在于此。对此,台湾学者李孝

悌先生的研究业已指明,官方的教化措施大多流于形式。用他的话说,其中最重要

的乡约制度,效果令人深深怀疑;善会组织的教化功能,相当有限;旌表节孝的实际

影响,则还值得进一步探讨。① 问题又在于,此时的各种记载都表明这一时期礼教

在乡村的影响实际上不断地增加,因此我们的目光就不能不转到乡村社会的接受

和回应上,以探讨在草根性(grass-roots)的接受管道中,乡民接受礼教影响的具体

程度和情形。

以民间私学来看,谨庠序之教,以化民成俗,本为历代儒家学人所强调,并受到

自明清以来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是其时官方推行教化的重要举措。洪武二年十

月(1369年),太祖颁发诏令,曰:“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② 洪武十六

年(1383年)又诏令民间设立社学,规定乡村子弟8至14岁,皆入社学,每天早上必

须讲读大诰三篇。清承明制,顺治九年(1652年)经礼部题准,每乡设置社学一所,

社师优免差徭,并量给廪饩养赡,受学政的考查,实际情形则多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难以发挥其原来设想的作用。举例来说,嘉定县外岗镇的社学于洪武八年

(1375年)将原观音堂改建而成,有屋13间,久而渐废。但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

知县李资坤建四门及镇小学,隆庆年间时屋已敝,不蔽风雨,邑绅某捐私缗将屋顶

稍稍修葺,未几又鞠为茂草,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该镇再建社学,只得重新另

选他址。③ 宜兴荆溪两县的社学建立于清顺治年间,康熙之时舍宇仅存,此后寝衰

寝废,同治七年(1868年)重新修建,然“日久弊滋,豪门踞为世业,奸胥窃以自润。

广文利于干没,以一二衰朽老儒,名充社师,虚糜廪给,未尝一人任其职也”。④

民间私学在自然村中有较多设置,这是官办教育在数量上无法比拟的,但重要

的是,重视教育乃为江南农村草根性的文化诉求。从该地区的人文风气来看,清初

由于经济萧条,社会凋弊,生存成为一时之要,读书不为世人所重,但到了康熙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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